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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条件已经形成，但在陕西，这种微观基础远未形成。研究提出新时代陕西实现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五方面路径和政策措施：以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着力点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提高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以切实落实“陕九条”政策为突破口引导科技创新人才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名利双收”并向企业流动；以推动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为方向实现陕西原始创新，强化大型企业和工程的集成创新，突出中小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切实解决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政策过剩、越位和错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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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Policy System of Shaanx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 Based on Deepening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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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form, the micro-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 in China have been formed, but in Shaanxi, this micro-foundation is far from being forme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ways and policy measures for Shaanxi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 in the new era: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R&D investment as the focus of enterprises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improve the local conversion ra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ith the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s the guarantee; to guid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s to "receive both fame and fortune" and flow to enterprises i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with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Shaanxi Nine" as a breakthrough; in order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take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o realize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of Shaanxi,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large enterprises and projects, highlight the introduction of digestion, absorption and re-innov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 offside and dislocation of government incentive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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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我国科技力量布局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业在数量结构中已取代改革开放初期的科研院所、高校，成为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但应看到，这仅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数量型结构目标的初步实现，提高质量、实现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还任重道远。在新时代，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实现过去以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为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转变，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1]。因此，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变路径和政策体系就具有更加重要和现实意义。尤其是，陕西作为我国三大科技中心之一——内陆科技圈的重要地区，科教资源丰裕，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科教兴陕”的发展战略，在“九五”时期实施了“1851科技产业化行动”、“十五”时期“一线两带”建设、“十一五”时期“13115科技创新工程”、“十二五”时期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工程和“十三五”时期建设西安硬科技之都等，但“科教兴陕”总体成效不彰[2]，区域内“国家科技力量强、地方弱，军工强、民用弱，高校、科研院所强、企业弱”，以及“科技体制上的分离、布局上的分散、市场上的分隔”等“三强三弱”和“三分”现象严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相当低下，创新能力急需提升，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变。所以，以陕西为样本，研究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变路径和政策体系就更具针对性和典型性。
1  我国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条件已经形成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科技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占有量极其微小，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我国别无选择地只能由高校、科研院所完成科技成果，然后由政府主管部门分配给企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技术交易市场初步形成，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1]（见图1）。应该说，这种单向度、双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是在当时科技创新力量布局特殊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也使科技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长此以往，这种单向度、双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由于研发与生产需求相脱节的体制机制障碍，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优惠政策，想尽了办法，但科技与经济相脱节、“两张皮”的痼疾一直难以克服。因此，必须采用国际社会通用的技术创新概念，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实现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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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技术创新概念是目前国际社会通行的提法和做法，它是在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提出来的。它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指由技术的新构想，经过研究开发或技术组合，到获得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的商业化全过程的活动[3]。技术创新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它与我国传统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双主体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不同，是以企业为主导，把技术商业上的成功和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而这种活动，只有企业才能完成。所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变，核心是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即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构想、决策、投入、收益和风险承担等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在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发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概念和模式得到社会尤其是企业的重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断加大，使得我国科技创新经费投入由企业取代高校、科研院所成为主体，原有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转变为技术创新模式的微观机制已初步形成[1]。
首先，我国企业已取代高校、科研院所成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经过长期努力，以及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企业研发经费逐年提高，到2017年，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已占全社会78%，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R&D（全时当量）的比例达74%，在全世界也处于高位运行。在技术交易市场中，企业转移和吸纳的先进技术占比达80%[4]。2017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拥有量中，企业所占比重分别达63.3%和66.4%，企业对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5%[5]。在数量结构上，企业已取代高校、科研院所，成为技术创新投入体系的主体。
其次，我国科研院所经过长期分类改革，其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是对科研院所分三类进行改革，对偏重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让其进入高校，以增强知识创新供给能力；对从事战略高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的科研机构，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为重点进行改造，使其成为技术供给体系中实现国家战略意志的节点；对从事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机构让其转制或并入企业，以提高技术供给能力。通过改革，科研院所或并入高校、或改制、或进入企业、或承担国家科技创新使命，基本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其三，高校科研经费投入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多元化态势。随着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增强，其在继续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之外，还从事应用开发研究和科技产业化活动；加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加大和对科技成果需求旺盛，以及高校之间竞争激烈，高校承担大量由企业资助的横向课题，经费数量已达到高校科研总经费的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6]。
2   陕西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问题及其成因
2.1  突出问题
2.1.1 企业远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研发经费投入太低 
从研发经费投入主体看，数据表明，陕西研发费投入强度一直较高，2016年达到2.18%[7]，位列全国第7名，但研发经费绝大部分是承担国家使命的研发主体从中央财政获取的，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很低。这可从企业、政府属科研院所、高校三者占全省研发经费的比例明显看出，2015年陕西三者占全省的研发经费比例分别为47.7%、41.6%和10.1%[8]，而同期全国企业占三者的比例为77.5%，显著高于陕西企业占比的47.4%。也即如果说就全国而言，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使我国原有的科技资源布局数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在陕西，这项任务仍未完成，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条件尚未形成。
2.1.2  企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约束严重，技术创新动力不足
首先，受体制机制约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困难重重。由于陕西科技具有国家布局性特征，存在国家科技与地方科技、军民科技资源分布不对称性特征。区域科技可进一步分为国家科技与地方科技。国家科技主要承担国家使命，经费由国家全部提供；地方科技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技术，其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9]。按照以上区分，一是在陕西技术创新体系中，国家科技力量与地方科技布局呈明显不对称。2015年，西安国家属科技研发单位仅占全市的13.7%，但科技人员数、科研经费和和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额却分别占全市的97.2%、75.3%和83.2%，国家属科研院所、高校拥有的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也高达94.2%，91%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分布在国家部属重点高等学校，而重点高等学校也产出71%以上的学术成果[10]。二是军工和民用科技资源分布也相当不对称。作为全国第一军工大省，陕西科技资源高度聚集于军工科研生产单位，而且军民科技资源共享程度差。2015年，陕西仅有占全省3.2%的军工研发机构，但研发人员数、研发经费数量、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仪器设备总价值却分别占全省的22.8%、33.3%、55.8%和56.7%[10]。这种科技资源条块、部门分割的占有主体结构与体制机制约束障碍，使科技资源很难统筹配置和开放共享，也使区域强大的科技优势和潜在的创新能量难以释放。其科技力量强大实质是与本省经济发展关系不紧的承担国家使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国家科技力量强大，而真正服务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科技弱小，绝大部分科技资源分布在国家属科研院所和国家重点高校。在现行国家科研考核评价体系中偏重论文、专利、项目和获奖的政策引导下，致使科技成果成熟度差，往往停留在实验室，难以被企业所吸纳，科技转化困难重重。
其次，提供行业、产业和企业共性技术部门缺位。陕西原有的行业技术研发机构转制企业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再继续提供行业、产业共性技术，而新成立的如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陕西电子工业研究院等一方面刚成立不久，能力有限，另方面由于其仍然依托于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部属高校和国家科研院所而非企业，市场观念和运作能力不强，其应有的任务难以完成。
其三，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由于陕西企业的主体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能源资源性企业和国防企业，受企业厂长、经理任期制的限制，企业家大都为快出政绩，并仍能在靠资本、资源获取利润的情况下，不愿从事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对技术创新缺乏动力，结果造成陕西科技成果“本地开花、东部结果”。
2.1.3  市场环境不优，民营企业发展缓慢
市场在优化配置科技创新资源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也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结合技术创新体系的主导力量。但陕西作为老工业基地，众多国有、军工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惯性，加之政府对市场机制建设不够重视，致使科技创新的市场环境和服务质量水平较低。在全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考核体系中，陕西虽然整体创新能力排名一直在全国列11位之前，但区域创新综合能力的市场环境分指标排名比较排后，2012—2016年，陕西该指标分别列全国第20、21、21、22、20位[11]。同时，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力度不强，新兴市场主体增涨缓慢，民营经济发展相当滞后。数据表明，陕西民营经济占全省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仅与浙江、江苏等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差距很大，而且与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内蒙等地也存在不小差距。2016年，陕西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比内蒙古、四川、重庆分别低10.4%、7%、7.3%[12]。而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创新倾向性和效率效益最高，国有企业最低[13]。
2.1.4   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发展不平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凭借西安中心城市国家科技资源聚集的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在全国146家国家级高新区中，陕西就占有10家；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创新能力强。2015年陕西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达4.04%，远远高于全国1.81%的平均水平，并超过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投入强度，位列全国第一[14]。2017年陕西高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 050亿元。尤其是西安高新区，作为全国6个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之一，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标在科技部的多次评价中一直位列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第4位。2016年，西安高新区营业收入达136 580亿元，实现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6.66亿元，占西安市的17%，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达11.9%，超出全市增速3.4%，超出全省4.3%，增速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31%，实现外贸进出额占全市的83%、全省的76%[14]，成为陕西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增长极。然而在陕西，传统产业仍是全省的主导产业并比较落后，致使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高新区与其腹地之间形成断接，阻隔了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和高新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区域产业和经济相脱节，出现高新区的“孤岛”效应。加之陕西企业大多为国有大中型传统企业，长期技术改造不力，科技投入太少，吸收高新技术能力较差，从而形成较为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与落后的传统产业（企业）之间的断接。
2.2  问题成因
2.2.1 未能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没有处理好技术创新模式转变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具体落实不够
由于陕西在实施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进程中没有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导致工作无定力，缺乏一幅蓝图绘到底的韧劲，而是不断地变换“名词”和转换创新工程。同时，陕西在各阶段的工作中，虽然高度重视并制定了比较科学也符合陕西实际的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战略、规划和计划，但却没有具体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跟进并抓好落实。事实上，技术创新模式转变战略作为区域实现经济社会宏伟目标而确定的重大的、带有全面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其实现需要与之相对应的规划、计划与政策的补充和细化，干预手段越来越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三者都是政府引导技术创新模式转变必不可少的工具和环节之一。没有具体详实的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政策，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战略、规划和计划是难以实现的[2]。在对陕西省（市）50多份关于创新文件的文本分析后发现，虽然都已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定为本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战略，但与之相对应的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考核评价体系、财政投入方式和激励政策等政策体系还很不健全和完善，政策错位、缺位与过剩同时存在，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融资困难、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突出。如关于人才激励政策，已有众多的、各个层次的政策分头予以重视，但政策叠加并未使人才资源开发、作用释放的环境得到很好改善。再如对省（市）企业抽样调查发现，约有70%～80%的企业从政府获取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经费并未完全用于研发，甚至有不少企业成立专门的研发部门，打着“科技研发”的旗号向政府套钱，直接导致国家和地方技术创新投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还有就是政策错位的问题，考察企业创新绩效与政府补贴政策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资本人才等要素市场较为健全的西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呈正向促进作用，但在要素市场不健全的其他地市，政府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呈负相关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补贴政策对西安的民营企业有较强的激励作用，但对其他地市，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效应较小[15]。所以无论是省级和地市级政府，通过研发活动前财政补贴的方式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2.2.2  思想认识有偏差，存在着为科教而科教的误区
陕西在具体实施“科教兴陕”的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转变中，有着自身定位不清和片面的认识误区，存在为科教而科教的倾向。由于陕西科技力量主要分布于国家属科研院所、军工科研机构和部属重点大学中，而这些机构在现行国家科技评价考核的政策引导模式和追求学术的导向下，致使陕西整体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把重点放在与本地经济发展关系不紧密的获取更多国家级课题、项目、经费和取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的“虚名”上，强调办研究型大学和世界“双一流”大学，而对直接推动本省经济发展的地方科技重视不够，忽视国家科技的本地应用和转化。就在陕西刚刚公布的2017年“特支计划”等人才项目中，作为地方而非国家人才政策安排，应引导其为地方经社会发展作实际贡献，而非主要为国家需要的基础研究作出成就；重点激励的应是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的创新创业杰出人才，而非知识创新主体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成就突出的人才，但在总共375人才中，创业类人才仅为7人，且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等多达325人，企业仅有43人。长期以往，虽确保了陕西在全国科教大省的地位，但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实现强省富民的根本宗旨远未实现。
2.2.3 尚未触及和解决深层次的根本矛盾和体制机制性难题，科技创新体系“三分”现象严重
陕西虽是科教大省，科技智力资源非常富足，但由于体制机制创新滞后，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三分”现象严重。一是体制上的“分离”，产学研难结合。全省80%以上的科技资源布局在承担国家使命的企事业单位中，产学研协同创新难以开展。二是布局上的严重不平衡和“分散”。省会西安市占有全省80%以上的科技资源，而省内其他地市科技资源占有量极少，研发投入强度低下。2016年，西安研发投入强度高达5.2%，比上海的3.82%还高，列全国第2位，而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汉中、榆林分别仅为0.28%、1.53%、0.51%、1.33%、0.94%、0.20%[12]7，最高的西安与最低的榆林相差5%。由于省内地市间科技创新能力相差太大，致使省会西安集聚全省科技创新极和成果源却难以向宝鸡等其他地市辐射转移，出现创新“空洞化”的问题。三是市场上的“分隔”。由于条块分割、机制不畅、隶属不同等障碍因素，致使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及军工科研单位与地方经济很难融合，造成全省虽然科技成果数量众多，但技术市场的本省交易量不足总量的30%[12]10。
2.2.4  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创新创业文化有待形成
尽管陕西人具有“生冷硬倔”的吃苦精神和外在形象，历经传承和积累，渐形成了“吼秦腔、吃硬菜、喋实活”的日常和吃苦耐劳、对人实诚的特有文化，但作为陕西主体的关中地区，由于内陆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等原因，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较为保守，适应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的创新、创业文化尚未形成。关中地区地处陕北高原与秦岭山脉之间，在高山与关河的屏蔽下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加之土地肥沃，气候分明，阳光充足，且少有自然灾害，使关中地区成为我国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这种环境下形成了“厚重务实，安分知足，重土恋家，怕冒风险”的自给自足的农耕地域文化。但这种文化对发展市场经济不利，甚至还有明显相悖，也与技术创新所要求的“永不满足，勇于竞争，敢冒风险，鼓励创新，不怕和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不相一致[16]。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不仅使内生企业，而且也使引进人才和企业的创新创业锐气被渐渐消磨。
3  陕西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路径和政策措施
3.1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在充分把握陕西科教先进、经济发展滞后省情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技术创新模式转变对陕西发展的特殊重要性
陕西属科技发达地区，尤其是西安，作为全国第9个建立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科技中心城市，属典型的创新型地区，具备实施创新驱动的优势条件，因此，陕西更应把实施技术创新模式转变摆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陕西实施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体系，明确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路线图”“时间表”和“施工蓝图”，吸取以往教训，切实处理好实施战略、规划与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锲而不舍，认真抓好落实；保持定力，改变以往科教兴陕和技术创新活动中不断转换发展思路，翻新“创新工程”的状况，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张图纸干到底。
3.2  以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着力点，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首先，要加大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推动创新效率效益更高的民营企业、科技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快速发展。要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国退民营、混和所有制改革等措施，推动国有企业产权改造，取消国有企业保护政策，让其真正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倒逼机制使其在市场激烈竞争中不得不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增强技术创新投入动力；完善国有企业考评尤其是企业领导人考核体系，把企业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和成效作为企业领导人政绩和任期的核心指标，促使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要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下决心改变陕西国有企业独大的状况，大力发展创新效率效益更高的民营企业、科技型企业，让其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担当重任，并逐步成为主力。
其次，省市政府要进一步通过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专项技术创新工程等工作，引导企业或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用结合在完成重大技术创新工程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综合运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事后财税优惠等补贴政策，完善和规范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使企业真正在技术创新中得实惠，引导其自觉加大研发经费投入。
其三，要充分利用陕西国家级高新区众多和西安高新区全国领先的优势，发挥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领头雁作用，并在高新区的考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政策中进一步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的权重，以此带动全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提高；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对陕西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使其在改造过程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3.3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提高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率
陕西科技资源优势突出，但本地“不可支配”“不可利用”矛盾非常突出。为此，首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统筹型科技管理体制，切实改变以往科技创新管理“九龙治水”分散式管理的模式。同时，在突出科技部门管理的前提下，按照科技产业化上、中、下游的不同要求，重视产业部门专业归口管理。其二，运用市场机制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发挥其导向作用，促使科技创新资源围绕企业和产业需求统筹配置。一方面，通过发展科技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并以其为载体，吸引更多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和转移，形成聚集放大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各产业创新主体的合作，共建产业创新基地和创新战略联盟，形成技术高地，促进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和创新系统绩效。其三，创新军民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激活省内沉淀的军工科技创新资源。按照引军入市、推民进军、融军于市的总体要求，建立军民多层次对接协调机制，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规划、任务、政策统筹；支持有条件的军工集团及其二级企业系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军工科研院所事转企改革；支持军工科研人员用科技成果入股方式创办科技型企业或参与民营企业发展，鼓励其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指导、咨询等活动；加快军民标准通用化建设步伐，激发民营科技企业的积极性，鼓励其参与承担如民用飞机重大项目、航空发动机和新材料产业；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区域军民双向技术交易市场；推行分等级“民参军多证合一”评价制度，建立军民融合统计考核体系。
3.4  以推动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为方向，实现国家科技从创新链到产业链上下游链接下游的原始创新，强化大型企业和工程的集成创新，突出中小企业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根据自主创新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3种不同实现方式的要求和陕经济科技发展的实际，选择适宜的自主创新实现方式。首先，充分利用国家科技强大的优势，积极推广陕西“一院一所一校”改革模式，即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三位一体、母体控股、股权激励、资本运作”的创新改革模式，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开放办所、专业孵化、择机退出、创业生态”的创新发展模式和西安交通大学“政金产学研+新型产学研生态圈”模式，努力做好国家科技从创新链到产业链上下游链接下游的原始创新，掌握生产制造的核心技术和培育自有品牌，并不断培育掌握核心技术、具有一定原始创新能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同时发挥大型龙头科技型企业作用，广泛开展掌握产品、产业核心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其次，在整合和利用本地国家科技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地方科技，运用好各级各类科技园区和产业集群的载体，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硬科技产业与工程的集成创新；同时，运用本省高科技和硬科技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广泛开展省内传统主导产业如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产业的集成创新。其三，加大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加快企业改制步伐，促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创新效率效益更高的民营企业，除少数科技创新能力强的大型骨干企业外，大部分中小企业应以开展技术创新尤其是省内外科技成果转化转移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
3.5   以切实落实带有整体突破性的“陕九条”政策为突破口，为科技创新人才松绑解围，使他们“名利双收”
为切实改变和解决陕西科技创新学术导向与科技成果本地难转化的突出问题，陕西于2016年9月最新出台了《陕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即闻名全国的“陕九条”。其中规定，用科技成果投资、创办企业的，不用层层审批，团队就可最高拿到不低于90%的成果转化收益，并可直接奖励给个人，该比例远远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不低于50%的规定；建立军民人才双向流动“人才池”，促进企业孵化，保留5年回原单位的通道；建立“专利池”，推动成果共享转化，每年给予专利持有单位50%的专利年费补贴等。“陕九条”从政策层面解决了陕西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克服了过去政策只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对这些很好的政策，要切实加以落实。同时，首先，进一步完善职称评审政策，实施科技创新人才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不同规律的要求，制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不同岗位科技创新人员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把科技创新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真正聚集在长周期、高风险的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及科技产业化上。其次，打破人才跨部门、行业、地区和企业流动障碍，让科技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创造更加宽容、无障碍的人尽其能的工作环境，使人才的创新潜力和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着力营造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科技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为广大科技创新创业人员营造“输得起、再发展”的生态环境。其三，完善用人和引人机制，如借鉴北京、上海建设世界科技中心做法，建立海外人才“绿卡”制度，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
3.6  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为引导，处理好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战略、规划、计划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切实加强落实
实现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变，不仅要有科学实际的发展战略、规划和计划，同时还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具体政策细则和法律的保障和落实，否则，战略规划再宏伟和科学，计划再周密，也是难以实现的。实现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政策措施必须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理、法律上允许、操作上可行、进度上可实现、政治上能为各方所接受，以尽量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为此，首先，加强政策制定和落实主体协同机制建设，横向要加强科技管理部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财税管理部门和金融部门等之间的协同衔接，防止国家和省层面政策在地市和企业“变样”的问题；还要避免出现政策在企业“最后一公里”边界模糊、缺乏操作性的情况。其次，建立各级政府技术创新政策落实协调机制。省、市地方政府应加强科技、财政、投资、税收、人才、产业、金融、政府采购、军民融合——考虑类属逻辑问题等政策协同，为技术创新设立科技创新政策的“一门式”服务窗口，并指定专门机构承担具体的协调服务工作，协调服务技术创新中的政策落实问题。其三，打破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红线”的约束，真正实施不同于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办法管理科技研发单位和科技创新人员，落实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法》和“陕九条”等引导性和松绑性政策，放开手脚，使科研人员能够真正按照科技创新规律进行科技研发活动，提高创新创业效率和效益。其四，对现行国家和省层面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进行重新梳理和总结，切实解决政策过剩、越位和错位问题。如为解决国家和省层面科技创新政策错位问题，省、市要把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事前财政补贴转向面向消费市场的补贴，即把政府创新经费补贴给需求方、采购方、技术使用方，或者是企业取得重大创新之后再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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